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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耽美文学”是一种具有极强女性意识的网络文学形态。笔者以福柯的异托邦理

论为分析框架，把具有代表性的“耽美文学”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挖掘“耽美文学”背

后的性别政治意涵，探究女性作家是如何通过改写男性气质来建构具有女性意识的“异托邦

空间”，让“耽美文学”成为一种似乎可以抵抗男性话语霸权的可能路径。通过对“耽美文

学”文本的分析，笔者认为“耽美文学”作为典型的网络文学形式之一，虽然文本中充满了

女性的自主意识，但这种新型的女性意识要成为一种成熟的、可以冲击主流男权意识的可能

性要远低于想象，对于存在的问题值得相关文化学者和网络监管部门注意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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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近代文学中，“耽美”一词最早是被用于对

抗自然主义文学主张而形成的一种写作思潮。1907年，

在森鸥外的支持下，以上田敏为首的部分日本作家创办

了《昴星》杂志，开启了日本耽美派文学。日本耽美派

文学也称为唯美主义，创立的最初本意是“反对自然主

义，认为文学应该游离现实生活，追求超然于现实生活

的所谓的纯粹的美”①。1960年代之后，“耽美”逐渐从

指代文学派别的原意中脱离并派生出新的含义，专门指

代漫画类别中一类衍生漫画的通称。日本耽美漫画对中

国的“耽美文学”的肇启与发展具有启蒙性的意义。

耽美作为一种亚文化在中国大陆出现最早可以追溯

到1990年代初，这个时期中国大陆流行的“耽美文学”

和文化主要是以译介日本的耽美漫画和耽美小说为主，

现在可以考证到最早进入到中国大陆且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日本耽美漫画是尾崎男的《绝爱》。2000年以后，随

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移动终端的普及，既为商业性网站大

规模的出现和网络文学的流行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中

国大陆的“耽美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

遇，“耽美文学”及其文化影响的范围在中国逐渐扩大。

2010年以后，在资本的扶持下，中国大陆的“耽美

文学”实现了商业影视化。在资本的参与下，原本带有

一股清新的女性主义气息的“耽美文学”没过多久就变

得乌烟瘴气，只要有利可图，一切都会让位于“资本”，

低俗的“耽美文学”作品逐渐充斥着各大文学网站或视

频网站。因此，只有对“耽美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才

能为网络监管部门积极引导网络文学的发展提供依据，

使网络文学成为具有较高美学意识的文学形态。笔者在

本文中探讨的“耽美文学”是指出自中国大陆女性作家

之手，以书写男性之间的爱情为主要情节，以虚构女性

心中理想男性形象为旨归，在互联网上发表的一种亚文

学类型。在这里要明确指出的一点是，在本质上同性恋

文学与“耽美文学”是截然不同的文学样态。

一 “异托邦”的建构与女性“自已”的空间

福柯在1967年出版的《异质空间》里首次提出了

“异托邦”这个概念。与人们熟知的“乌托邦”概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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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乌托邦”是绝对虚幻的，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场所；

“异托邦”虽然也是虚构的，但可以借助人们的想象和经

验得以实现。按照福柯的观点，“异托邦”是虚构的，就

像镜子里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真实场所的虚幻场所”②。

那么问题出现了，如果镜子里的世界是虚幻的，又是如

何被现实中实体的人所观察到的呢？关键就在于虚幻与

实体之间的介质——镜子。镜子里的世界虽然是虚构

的，但是作为介质本身却是真实的实体存在，镜子连接

了真实世界与虚构的世界，这种“真实空间+镜子+镜像

空间”③的“镜像体验”就是福柯所说的“异托邦”。 这

个“镜像空间”可以使真实场所与虚构场所并列，还可

以使多元异质因素得以同时并置存在。

世界上的文化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异托邦”的特

质之一就是具有多元文化并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

络为女性作家提供了一个建构“文化异托邦”的场所。

互联网本身和各种电子终端就相当于福柯在镜像理论中

提到的镜子充当了实物的介质，而女性作家在网络上创

作的文本是参照现实社会虚构的。因此，建构出“真实

社会+网络/电子终端+虚拟真实”的“文化异托邦”空

间。虽然主流文化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但非主流文化、亚文化也真实存在。“耽美文学”正

是一种被小众异质文化创造出来的“镜像”文学，同时

又可被看作违背社会现实的虚幻的东西。虚幻在这里并

不能被认为是与真实相对立的极端的破坏性的力量，因

为“异托邦”与“乌托邦”相比，最重要的特质是不能

脱离现实社会。虽然“耽美文学”作为亚文化并不能处

在文化主体地位，但却能在“异域”中对小众人群发出

召唤。

“耽美文学”是女性作家借助互联网建构的一种典

型的“异托邦”文化空间，是现实和虚幻的交叉地带，

不是“一个理想的、遥远的、虚构的空间，需依托现实

社会各种功能和机制，或者是借助社会成员的思想和想

象的触动，才能建构的一种带有现实社会影子的想象性

社会”④。对于创作“耽美文学”的女性作家而言，社会

现实中的爱情让人失望透顶，平庸无趣的生活抹杀了爱

情本该有的纯粹性和超越性，而“异托邦”作为具有社

会实践性的、有此在意义的、可以实现人我交互的空

间，成为“与现存的压迫处境产生关联的唯一途径”⑤。

“耽美文学”文本不仅仅是具有异质性的特殊文本，

写作文本的女性作家还以文字解构现实社会的性别秩序

和规范，以文字和话语构建了新的“政治身份”。这个新

的“政治身份”背后隐含着“身份政治”和“生活政

治”的丰富意蕴。随着新的“政治身份”的构建，“耽美

文学”的写作群体和受众边界也日渐清晰，逐渐建立了

自己的共同体，形成独有的耽美文化。进入21世纪之

后，宏大叙事逐渐被部分作家疏远，“耽美文学”因此承

担了比当年陈染、林白等作家更私人的“私人化”写作

任务，实现了多种虚拟的“社会真实”。“耽美文学”在

现实一端征用现实生活的人和事，而在具体的文本建构

中却构筑出不同于现实生活意义的情感故事，即两个男

人的情感故事。这个“异托邦”的建立就像弗吉尼亚·

伍尔夫所描绘的那间真正属于女人“自己的房间”。从全

球范围看，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耽美文学”的肇启都

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这个带有明显的女性倾向的

“异托邦”文化空间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带有鲜明的女性联盟的性质。在这个联盟内

部，女性首创并使用了自已的一套术语。随着互联网自

媒体的发展，这套术语已经慢慢地浸润到主流文化的话

语系统内。1949年以后，中国在社会制度层面让女性的

权利得到极大改善。女性被赋予与男性等同的社会权

利，也开始身兼两种社会性别角色，即在社会公共领域

必须抛弃女人的性别身份，成为像男人一样的“人”；在

日常生活领域又要兼顾“女人”的社会性别义务。女性

自已的私密空间被挤压到逼仄的角落，这也就能解释为

什么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以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

以剖析女性心理为显著特点的“私人写作”。新世纪之

初，中国年轻女性学习利用互联网开拓新的私密空间。

在这个私密而又异质的空间里，创作全部出自女性之

手，受众也是女性，男性社会所确立的两性之间的

“看”与“被看”，“评判”与“被评判”的单向度关系被

彻底地打破，男性作家的书写规律在这里没有了用武之

地。在菲勒斯中心主义控制的社会里，女性始终是“物

化”的“被观看”的客体。而在“耽美文学”中，女性

颠覆了性别与观看之间的僵化关系，其文本中采用的双

男主的叙事模式，为女性作家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并可以根据作家自已的偏好在文本中塑造出现实生活中

几乎不存在的完美男性形象。例如，在某年某月的《貌

合神离》中，深沉、内敛和专情的季明轩；在南风歌的

《扬书魅影》中，阳光、包容和有责任感的楚飞扬；在花

满筛的《精打细算》中，自尊、坚定且专一的韩暮雨，

这些男性人物身上的优点都是现实社会中男性身上所稀

缺的。女性作家与受众在这个“耽美文学”构建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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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邦”文化空间里，形成了对男性想象的共同体。

第二，带有原始的、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女性主义

色彩。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的主导权从来没有掌握在大

多数女性手中，即便一开始也不是以女性主体意识的自

我觉醒为前提的运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百年来

的社会变革确实改变了中国女性的命运，但这却是女性

并不在场的革命，女性的声音被淹没在历史嘈杂的声音

中。五四时期，女性的权利问题是被嵌入到启蒙和救亡

的国家叙事中，男性精英知识分子提出的女性解放只是

“个性解放”和作为“人”的宏大命题维度下的一个分支

问题。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女性的解放问

题不是以建立一个主体性的女性和私人领域为目的，而

是建立在国家、民族的建设基础之上，是在国家的表述

之中。这时的女性必须舍弃女性的个体自觉，凭借性别

模糊的集体身份进入社会的公共领域。新时期以后，随

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中国女性开始注重两性

之间的差异，有些女性作家开始摆脱宏大叙事的模式，

进入到私人领域，女性好像一夜之间“浮出历史地表”。

这里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女性社会内部也是具

有差异性的，“浮出历史地表”的只是当时被赋予了话语

权利的女性精英知识分子。女性主义在这个时期就像一

张精致的标签，是女性精英知识分子在女性社会内部用

以区分自身与其他女性的名片。纵观五四以来中国女性

的解放运动，要么是由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带领的、自上

而下、具有启蒙和施舍意味的救赎运动；要么被嵌入到

国家宏大叙事中，成为革命的空洞能指；即便是进入新

时期，女性主义阐述的主动权也是由女性精英知识分子

掌握，大多数女性仍然没有自我发声的机会。

互联网为原本是沉默的大多数中国女性及女性作家

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其用完全不同于女性精英知识分子

的笔调和叙事模式，用略带粗糙甚至有时候是低俗但却

颇具原始爆发力的笔法，构建出一个异质的“文化异托

邦”。这个“异托邦”是从不发声的、非精英的女性在网

络上共同孕育的一个自发的、民间的、自给自足的、带

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空间，是带有原始野性的女性主义的

狂欢。

二 “异托邦”对“男性气质”的改写

互联网给女性作家提供了一个建构“女性异托邦”

的场所，那么女性作家是通过哪种途径建构这一独特空

间的？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改写男性话语叙事从而实现审

美主体性转换的？

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反复阐述一个重要的观

点，“女人并非天生就是女人”⑥。其观点表明：男性与

女性确实存在着生理上的天然不同，但男性气质和女性

气质并不是跟随生理性别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社会实

践在后天习得的。约翰·麦克因斯在《男性的终结》中

也有类似的观点，“男性气质不是个人身份的特征，而是

在具体的语境下形成的意识形态机制”⑦。无论是波伏娃

还是麦克因斯的观点都认为，男性与女性的区别只是其

自然生理属性差异，至于男性与女性的不同社会角色和

固定的气质都是在社会实践中约定俗成的。在性别化过

程中，社会实践围绕着生殖场域被组织起来，因而在文

学文本中，那些附加在男女身上固有的气质特性，如女

性形象的脆弱、冲动、温柔，男性形象的暴力、有进攻

性及莽撞等都是刻板的程序化的表述。

在传统的男权制社会中，异性恋制度是其坚实的基

础，而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对象这三个要素与异

性恋制度息息相关。换句话说，一个人的社会性别属性

和性欲对象的生理性别从一出生就被其自然生理属性决

定。男权制社会强化了两性属性，其目的是为社会政治

功能服务，而两性气质作为男女性别的内在属性则是为

顺应男权制社会的性别制度。为了巩固性别关系结构中

两性不同的社会地位，两性优劣的差异必须被建构出

来，并以约定俗成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固定下来，这

正是男权制社会对社会秩序的要求。由此看来，男性气

质承载了重要的性别政治功能，是确保男性实现社会统

治和经济特权合法化的保障。正因为男性气质被负载了

重要的性别政治功能，因而学界通常认为，“耽美文学”

巧妙地选择改写男性气质这一叙事策略来瓦解男权制社

会的话语霸权。通过笔者对水千丞、七月、蓝淋、冠盖

满京华、公子欢喜等作家创作的“耽美文学”文本的研

究，发现“耽美文学”的叙事并没有直接解构或颠覆异

性恋的叙事模式，而是将异性恋的模式经过了精心的改

写，其叙事模式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男性+男性（强

攻强受型），即两个男主人公均有传统社会男性气质。第

二类，男性+伪男性，即两个男主角中有一个是具有传统

男性气质的（通常是攻），而另一个则具有传统男性气质

所不具备的气质，通常貌美阴柔、气质优雅、情感细

腻，甚至在有些男性人物身上完全摒弃了男性气质，无

限接近于传统的女性气质。

第一类叙事模式表面看并没有破解男性气质，实际

女性文学异托邦建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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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却瓦解了男权制社会异性恋制度的基础。“恋爱”的双

方再也不是男性和女性，打破了异性恋小说中人物性别

设置的二元对立，动摇了两性关系中的刻板印象。“恋

爱”行为不再被嵌入到社会性别的概念上，男性也可以

是温柔的、脆弱的、享受着被动的“恋爱”快感。这种

叙事的意义在于“性行为”不再是控制女性的武器。如

水千丞的作品《针锋对决》里，两个男性主角都具有传

统男性气质，主人公顾青裴虽然是情感故事的被动一方，

但是却“相貌俊朗，身材挺拔，很有男人的味道”⑧，在

遇到攻方原炀之前都是主动方，随着两人交往的升温，

以前在商场里精明能干的顾青裴在这场“恋爱”中渐渐

地习惯了被宠爱和照顾，享受着被动的快感。

第二类叙事模式中对伪男性的描写则是对传统男性

气质赤裸裸的改写。如水千丞的《娘娘腔》里，攻方邵

群是“耽美文学”中典型的具有男性气质的主人公，家

庭出生优越，拥有丰富的商业资源，为人霸道、自私；

受方李程秀出生于城中村，从小丧母，但“却异常秀

美、皮肤白皙、身材瘦弱，性格非常敏感、易受伤、自

卑，善做家务”⑨，与攻方的男性气质形成了强烈的对

比。在这种对异性恋策略性的改写叙事模式中，让女性

受众享受到了充分的代入感，并通过受方男性角色的视

角参与到文本中，享受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浪

漫爱情，以排解日常生活的苍白和平庸。同时，女性受

众又可随时跳出文本，以“窥视者”与“观察者”的双

重身份在幻想中体验到男性气质所带来的权利和地位，

从而获得身份置换的愉悦，实现长久以来被男权制社会

所压制的女性欲望的表达，使女性获得审美的主体性身

份。这种审美主动性的实现有个吊诡的前提，即在“耽

美文学”中，女性形象的缺失和女性形象的负面化。女

性人物形象的缺失或不在场使女性受众与文本中的男性

形象拉开了距离，实现了“凝视”的先决条件。观看本

是脱离权力秩序控制的人类的一种最自然行为，但在性

别不对等的男权制社会中，观看带来的快感被嵌入“性

别意识形态”的序列中，悄然地分裂成主动/男性和被

动/女性二元对立的状态。女性形象通常被动地承载了男

性注视所带来的幻想，其观看行为本身就已包含着难以

剔除的混合着权力的“性别意识形态”，体现了观看主体

与被看客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耽美文学”中，正

是通过文本中的“厌女症”，使女性受众仿佛不在现场一

般，通过男性之间同性欲望的结构，把男性想象为被看

客体来获得“窥淫快感”。

通过策略性地叙事，“耽美文学”改写了传统的男

性气质，解构了以“异性恋”为基础的男权制社会，打

破了两性之间二元对立背后的权力序列。这一点与199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酷儿理论有着相似的表达。酷儿理论

不对性别身份做二元对立的划分，抛弃了在两性关系中

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本体论”，提供了另一类“性别本

体论”模型，其理论背后蕴含着性政治的颠覆，跨越了

两性生理属性的不同所带来的权力排序。具体到“耽美

文学”文本中，性别主体却是一个可变的、过程性的和

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如七月的《伤逝》讲述的是江户时

代的武士与世子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叶屋源四郎原本

是寺田藩的隐秘武士，剑法出众，性格坚毅、冷静，具

有典型的传统男性气质。因遭到追杀，被迫与他的女性

恋人蝶逃到相泽藩。相泽藩的二世子和知泽在与叶屋的

接触中，深深地被其冷静和敏锐的性格吸引，于是和知

泽利用手中的权力逼走了叶屋原本的爱人蝶，强迫叶屋

留在自己的身边做自己的“爱人”。叶屋虽然百般抗争，

但最后却被和知泽为自已做出的牺牲所感动，决定留在

和知泽的身边。由此可见，耽美小说中这类人物的社会

性别设置暗合了朱迪斯·巴特勒在酷儿理论中提出的

“性别表演”模式，“没有一种社会性别是‘真正’的社

会性别，社会性别并不是一种天生的性别，而更像是一

种不断变换的表演”⑩。“性别表演”模糊了两性的界

限，其终极指向就是实现性别的超越。男性气质和女性

气质绝不是男性和女性的本质属性，这点在1928年伍尔

夫创作的小说《奥兰多》中就预言般地印证了。小说透

过主人公奥兰多从美少年到美丽贵妇性别身份的转变，

表明了“双性共体”的女性主义美学思想。当下“耽美

文学”改写男性气质体现了一种人格多元化的思想——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集阴性的、阳性的、历史

的、现实的、世俗的、诗意的、理性的、感性的于一

身”。

三 女性“异托邦”的陷落与被消解

年轻的女性群体通过“耽美文学”想象两个男人谈

“恋爱”，无非就是希望建构一个没有性别权力秩序干扰

的理想情感社会，以打破男性与女性在进入现代社会以

后存在的先在的性别权力关系，对解构男权制社会有着

积极意义。“耽美文学”作为一种对男性气质的消解起到

有效作用的网络文学形式之一，到底会不会达到像有些

学者所表述的那种高度？“耽美文学”到底能够在何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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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解构男权制社会？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两

个重要因素制约着“耽美文学”对男权制社会和男性话

语更高程度的解构。第一，“耽美文学”文本内部的女性

叙事不足，在女性叙事的背后潜藏着男性色彩极强的权

力意识。第二，在资本社会和“消费”为王的时代，“耽

美文学”文本里女性主义的叙事策略极易被资本利用和

裹挟。

“耽美文学”作为一种可以瓦解男性话语权的文学

形式，其叙事方式似乎追寻着一个传统社会亘古不变的

社会现实，谁占有了权力，谁就占有了一切，于是在叙

事动力上存在着先天缺陷。从蓝淋的早期作品《不可抗

力》《双程》、冠盖满京华的《唇诺》、公子欢喜的《思

凡》等文本的人物设置上看，无论主人公多么优秀、英

俊、有男子气概，只要遇到比自已权力更大、社会地位

更高的，在“恋爱”中就只能充当被动的一方。“恋爱”

中主动的一方（攻方）通常是位高权重，要么是皇宫贵

族，要么富甲一方，握有丰富的社会资源；被动的一方

（受方），通常出身卑微，家庭贫寒，即便出身富裕家

庭，跟攻方比起来也是相形见绌的，其叙事动力就来源

于双方地位的不对称而带来的矛盾。再如《针锋对决》

里，受方顾青裴是京城商界的高级职业经理人，而且外

形英俊、儒雅；攻方原炀比他年纪小且在商场上毫无经

验，但因其家庭出生优越，从小就目中无人。开始原炀

的父亲是想让原炀跟着雇来的经理人顾青裴学习商业管

理经验，但原炀极度排斥并与顾青裴发生了矛盾，还动

手打了顾青裴。顾青裴于是愤怒地对原炀说：“如果不是

生对了人家，凭什么敢这么嚣张跋扈”。这句话凸现了

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就是无论出身普通的人多么

努力，最后都不得不臣服于旧有的传统社会的权力秩序

中。“耽美文学”中的权力、物质与“恋爱”主动权的必

然联系在这里已经昭然若揭。

“耽美文学”里的这种权力意识与传统社会中的权

力秩序具有某种同构性，其叙事方式在性别政治的背后

掺杂着与社会高度关联的阶层与权力问题，这种强权逻

辑正是男性气质的表征之一。“耽美文学”在叙事动力上

的这种逻辑缺陷势必大大削弱其反抗男性话语的可能

性。同时，有些年轻的“耽美文学”作者自已也不曾意

识到她们对现实社会的敏感性。像晓渠的《长夜未央》

里的攻方周正是纽约华人帮会中权势巨大的头目；晓渠

的另一部民国风的作品《青山遮不住》里的攻方丁崇学

是手握重兵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在这类文本中，女性作

者需借助想象建构攻方的生活，享受自已不曾拥有的权

力和财富，补偿因所处社会阶层而缺失的更高层次的生

活体验。正如邵燕君指出的，“网络文学不但投射了当下

中国人最核心的欲望和焦虑，更为大量尚处于潜意识形

态的弥望欲望赋形”。当下现实社会中年轻女性的阶层

上升通道变得日渐狭窄，“耽美文学”的出现无意中为这

种无法安置的焦虑和弥望提供了去处。因此，这种渗透

着权力叙事的方式必然导致“耽美文学”的写作在逾越

两性固有关系时大打折扣，其文本也只是对权力逻辑的

不断重复。在这种不断复制的过程中，年轻的女性作家

集体无意识地表现出对既有权力秩序的臣服，指涉出中

国女性对社会阶层固化和财富两极分化的焦虑。

除了叙事上的缺陷制约了“耽美文学”成为有效解

构男权制社会的力量之外，资本也成为影响“耽美文

学”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商业化浪潮和消费文化的

双重影响下，资本已然发现女性群体成为了文化消费特

别是粉丝文化消费的主体，女性的审美需求史无前例地

被资本和大众文化制造者所关注。随着商业文学网站的

发展，特别是视频网站的蓬勃发展，网络IP剧呈现出野

蛮生长的态势。2010年以后，在资本的推波助澜下，

“耽美文学”的异质性逐渐被商业所征用，成为逐利的工

具，其“文化异托邦”性质也随之消失，女性主义性别

政治的视角再也不是左右“耽美文学”走向的唯一力

量。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耽美文学”商业化并不

是指“耽美文学”以纸质书的形式出版发行，而是被影

视或其他形式的商业化借用或挪用。某些IP剧更是由

“耽美文学”文本经过后期改编成言情剧的。如2015年

的热播剧《琅琊榜》，最先是发表在晋江文学网站耽美频

道的连载小说，在前十四章里，两个男主角梅长苏和靖

王萧景琰的关系绝不是纯正的兄弟情；在十四章以后，

才开始转变为正常性取向的言情小说。2016年，以耽美

小说为IP改编的网络剧《上瘾》也颇受争议，成为现象

级的文化事件。在商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资本成为决

定文学走向的重要力量之一。资本针对女性的审美需

求，借用女性主义的书写、“异托邦”的虚幻性，生产出

“符合市场”的、能激发出女性消费欲望的文化产品，使

“卖腐”成为流行影视剧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一文化现象

必须引起文化研究者和文化管理者的注意和警惕。影视

剧作为中国大众媒体上播出的主要文艺形式，必须保持

积极、健康的审美意识。

“耽美文学”通过改写传统男性气质解构旧有的性

女性文学异托邦建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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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秩序，并借助大众媒体进行夸张和畸形放大，进而影

响了当今社会女性对男性的审美范式，历史性地使男性

成为女性的审美客体。像杰森斯坦森们所代表的男性

“硬汉”形象，已不是当下中国女性所推崇的男性形象；

鹿晗们所代表的“小鲜肉”形象，才能满足女性实现性

别超越的审美实践。正如有学者认为的，是实现“女性

观看男性获得愉悦所建构的途径”。这一现象从表面上

看，是女性实现了在审美场域中的主导权，但是就像阿

尔都塞和齐泽克的观点，符号的消失或符号的编码化是

其“物质化”意识形态的表征之一，在消费社会中唯一

的现实就是“物质化”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任何作

家或写作形式只要一旦被纳入到消费体系，就只能生产

出符合消费意识形态的符号。因此，自从商业网站专门

建立耽美板块之后，为了提升点击率，“耽美文学”从早

期的“清水文”占大多数，到近年来的写作越来越色情

化、肉欲化，成为迎合重口味读者的一种媚俗现象。网

络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相关文化学者应该积极引

导网络文学的发展，使网络文学成为即具有可读性又具

有较高美学意识的文学形态。

对于“耽美文学”被影视化的现象，一方面，“耽

美文学”得到了一个向主流文化靠拢的珍贵契机；另一

方面，当来自民间的“耽美文学”被资本驯服，在向主

流文化和商业化靠拢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些无法排解的

困境。“耽美文学”虽然是网络文学的形式之一，但文字

仍然是表意的中心。要获得文本的意义，其过程仍然和

纸质书籍的阅读过程一样，须经历文字符号、所指物、

阅读者的转换。也就是说，文字符号、所指和读者之间

存在着距离感。虽然影视化能很好地消弭阅读距离的问

题，直接把文字符号所对应的所指物呈现出来，但在削

弱读者主动性的同时，也消解了对文字符号的反思或抗

拒的空间，甚至消解了原始文本的意义。在影视化的制

作过程中，因改编必然牺牲文本的个性化，限定艺术想

象的空间。面对着来势汹汹的商业化和大众化，在资本

和消费文化的合谋下，“耽美文学”的“异质性”于是随

之悄然改变，“异质性”彻底沦为吸引大众眼球的工具，

其反抗男性话语和原有性别秩序的可能也随之烟消云散。

结 语

不可否认，“耽美文学”最初在互联网上出现确实

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来自民间的女性主义气息，可惜这

股气息没过多久就在资本的参与中变得乌烟瘴气，再加

上“耽美文学”自身的叙事逻辑缺点，使得“耽美文

学”自身所具有的“异托邦”反抗色彩越来越淡。商业

社会的本质是“万物商业化”，因此，鲍德里亚曾说，

“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珍贵、更

美丽、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

车还要负载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这里的身体

无关男女，只要有利可图，每个人都可以符号化、商业

化。“耽美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男权制社会的男性

气质，而消费主义又解构了女性主义的文本，但在资本

面前，男权和女权双重陷落，一切都让位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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